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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科技大學設計類科大學生之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的影響、

探討創意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並檢視學校創意支持對此中介機制的調節意涵。採用問卷

調查法，蒐集臺灣地區720位科大生的資料，以調節式中介效果路徑分析進行假設驗證。

研究結果發現：一、品味能力、創意自我效能與學校創意支持均對個人創意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效果；二、品味能力與學校創意支持皆對創意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三、

學校創意支持在創意自我效能與個人創意間有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果；四、創意自我效能的

中介作用會使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為部分中介效果；五、學校創意

支持，在創意自我效能中介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之影響上有正向調節作用，具有調節式中

介效果。本研究據上所述，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品味能力、個人創意、創意自我效能、調節式中介效果、學校創意支持

壹、緒論

科技教育的創造力提升有其獨特的內

涵。Runco (2007)指出創造力是一個複合體

(complex)的事實，據此建議創造力應該當成

一個形容詞，作為不同知識或技術領域的指

稱對象。科技教育(technology education)與

其他領域課程最具差異之處、最應彰顯的課

程特質，當是實作性技能(practical skills)、

設計(design)與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

方法(Barak, 2010; DeMiranda & Folkestad, 

2000)。Lewis (1999)甚至認定：科技即是創

造力的一種展現形式。但科技講求「具有實

務功能」的創造力，似乎又與一般創造力的

本質又有不同，或可名之為「科技創造力」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李堅萍，2009)。因

為一般創造力多是以文詞與圖形的發想數量

與品質而定義，但科技創造力是在科技活

動中，產出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的解決問

題歷程或創造改良能力，講求動手做(hands 
on)以解決問題與評量創意的歷程(李堅萍，

2006)。這種具有「講求解決實務問題、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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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或產出有功能性產品」特質的科技創造

力，在內涵與形式上，的確頗難以與文字寫

作、語詞聯想與繪圖創作的一般創造力相提

並論。Barak提出一個技術教育的自我調整

學習模式(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echnology 
education)，包含認知，後設認知與動機三

個領域向度。認知領域即是以問題解決與創

造力為中心，焦點在於促使學生在非正式環

境下參與開放式作業，並教導他們完成作品

的方法、策略，以及創新設計與問題解決的

法則，而非讓他們採隨機或試誤法(try-and-
error)搜尋概念。

支持性的創作氣氛或環境，可以豐富個

人生活經驗與心靈涵養，亦能激發更好的個

人創意。Lopez與Snyder (2009)指出，正向心

理是提升高等教育學校機構競爭力的要素，

且是促使學生在大學階段積極提升自己的知

識涵養、潛能與社會貢獻的主要動力。另一

方面，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中堅分子，正值

青少年晚期及成年早期(18 ~ 22歲)、屬於自

我統整的階段(Erikson, 1968)，已具備較高層

次的思考能力，若在這期間強化其對正向心

理的體驗與追尋，將對他們未來人生的開展

很有幫助，而這也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品味

(savoring)是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近幾年發展的概念(Seligman, 2002)，是一種

對正向經驗的欣賞和享受能力，它包含注

意到並體會欣賞人生中的積極正向面，也

包括有意識地將注意力放在愉快的經驗上並

對其保持正念(mindfulness) (Bryant &Veroff, 
2 0 0 7 )。在創造力研究方面，A m a b i l e與
Pillemer (2012)社會心理學觀點中指出，從創

意專業者的自傳或刊物裡可以發現，即使是

「天才」也有好日子與壞日子，從事創意工

作的動力(motivation)每時每刻都在變化，即

便是被公認為有創意的個人身上，也潛藏表

現不穩定(fluctuating)的因素。這樣的境況，

對設計類科大學生來說，亦是如此。品味已

被證實能維持和增強一個人的正向情感經驗

(Bryant, 1989, 2003; Seligman, Rashid, & Park, 
2006)。Bryant與Veroff主張品味有助於創造力

的提升，而創造力又有助於個人創意表現的

提升。因此，品味能力的涵養所蘊含的創意

思維，在培育設計人才方面深具意涵。

其次，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Bandura, 
1997)源自於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是當代心理學領域的一個重要議

題，它不僅是預測人類行為的一個非常有效

的概念，也是解釋行為的重要因子，其在

創造力培育研究領域亦是如此。Tierney與
Farmer (2002)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延伸出創意

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的概念，並指

出創意的產生需要個人內在力量的支持，以

激勵個人堅持行動意向，並轉化成從事創意

工作的信念。Runco (2004)強調認知以外的教

育目標，他甚至主張在創意思考中，自我強

度(ego-strength)應比認知技能被給予更多的

關注。因為，創意的努力需要依靠此類內在

持續支持的動力來激勵個人意志接受挑戰，

繼而為工作任務帶來突破性的創意(Amabile, 
1983; Bandura, 1997)。創意自我效能與自我

強度為類似概念。在個人遭遇挑戰的情境

時，它亦能提供這樣的動力，且強烈的信念

將增加堅持的程度，激發個人的創意表現

(Bandura, 1997)。自我效能是社會認知理論自

我調控的重要機制，因為自信心讓個人能盡

情發揮自己的能力、運用所需資源，以便成

功完美地在特定的情境中完成應該達成的任

務，而得到正向經驗(Bandura, 1997)。在這樣

的機制作用下，創意自我效能是否會在品味

能力與個人創意表現間扮演重要的中介機制

尚未可知，此為本研究欲探究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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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創造力文獻中，環境脈絡

(environmental context)對創造力在組織中

的表現方式有深遠的影響(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 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依據Amabile (1996)創造力成分理論

(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脈絡因

素是影響組織成員創意表現的重要因素。

Amabile, Barsade, Mueller與Staw (2005)研究

指出，個人處在具有建設性和成員間會彼此

相互鼓勵的環境中，可啟發更強烈的正向情

緒，透過認知的變化產生創意思維，進而幫

助個人產生創意的想法。Amabile與Pillemer 
(2012)建議創造力未來研究，應該探討在社

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下個人創意行為的全面

觀發展。另外，Bryant與Veroff (2007)提出社

會支持(social support)增強品味能力的認知構

念，強調個人在他的社會網絡中與其重要他

人分享自己感受的重要性，因與他人分享感

受會有提高正向情緒的影響(Bryant & Veroff; 
Gable, Reis, Impett, & Asher, 2004; Langston, 
1994)。藉此，個體可以充分品味正向經驗

及情感，並促進其創意思維與創意想法的產

生。而這也說明，何以近年來學者皆強調個

體與環境間的互動對創造力的重要性(洪素

蘋、黃宏宇、林珊如，2010；Amabile, 1996; 
Hirst, Van Knippenberg, & Zhou, 2009; Shalley 
et al.; Zhou & George, 2001)。

截至目前為止，多數研究關注於如何

發展團體創意和組織創意(Amabile & Khaire, 
2008; Arendt, 2009; Gaggioli, Mazzoni, Milani, 
& Riva, 2015)，有關品味的研究也多侷限於

諮商輔導之應用(Hargrove, Nelson, & Cooper, 
2013)，對其在個人創意的應用研究則相對

較少。教育方面，關乎學校組織創意支持

對學生個人創意之影響的研究亦並不多。

目前研究已證實，組織創意支持對企業員

工創意具有幫助(Madjar, Oldham, & Pratt, 
2002; Shalley et al., 2004; Tierney & Farmer, 
2002)。Muller, Judd與Yzerbyt (2005)指出，

如能在研究架構中同時考慮調節(moderation)
和中介(mediation)效果，在理論和實徵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上皆會更具意義。而在社

會與行為科學中，中介效果與調節效果兩者

不但可作為研究者思考現象的基礎，也是社

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學概念(溫褔星、邱

皓政，2009)。因此，對培育創意人才方面來

說，探究學校創意支持在品味能力、創意自

我效能及個人創意之中介歷程的調節式中介

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據此瞭解環境社

會脈絡對個人創意影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為本研究欲探究的目的之二。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演

一、創意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

依據社會認知理論中自我調控 ( s e l f -
regulat ion)觀點得知，自我效能在自我調

控系統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核心角

色(Bandura, 1989, 1991)。Bandura (1997)
認為個體可以藉由認知(cognit ion)、動機

(motivation)、情緒(emotion or affect)和樂觀

(optimism)這四種主要方式，來覺察自我效

能(perceive self-efficacy)，以調節其個體的行

為(regulate human functioning)，而自我效能

會中介(mediate)動機與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

(Relich, Debus, & Walker, 1986; Schunk & Gunn, 
1986)。創意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
係指個人相信自己具有創造性的能力，而

這份信念是達成創意表現的重要動力(林碧

芳、趙長寧、邱皓政，2010；Choi, 2004, 
2012; Malik, Butt, & Choi, 2015)。品味是調

節正向情感的一個指標(indicator) (Nel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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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ons, 2003; Simmons, 2002)，亦是個人

對正向經驗沉浸愉悅感的能力，而愉悅感屬

於一種正向情緒或情感如：滿足、快樂、

幸福、信心、希望或樂觀等。King, Hicks, 
Krull與Del Gaiso (2006)認為正向情緒會敞開

個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把眼前擔憂或關切

的問題，開放到更寬廣的脈絡中，有助於想

出更多不同的想法，研究顯示，正向情感狀

態與創造力有顯著關係(James, Brodersen, & 
Eisenberg, 2004)。

Ford (1996)提出創意行動理論(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e action)，認為動機決定了個

人從事創意表現或依循習慣的行動；其中，

能力信念(capability beliefs)與情感乃是重要

的動機因素。致力於情感理論的學者們也一

致認為，創造力特別容易受情感的影響，主

因是正向情感會激起某種認知的變化，而引

發創造力(Clore, Schwarz, & Conway, 1994)。
Fredrickson (2001)正向情緒擴展與建設理論

(broaden-and-build theory)指出，正向情緒將

促使個體對未知環境生起正向反應，勇敢地

接受挑戰並努力地達到預期的創意表現。

Amabile等(2005)指出，情感是與創意思維相

關的一種心理歷程，因它有別於內在動機，

所以該被視為創造力相關過程組成部分的另

一個要素，並建議將情感狀態(state)和情感

特質(trait)兩者都加入。林玉涓(2013)研究發

現，大學生品味能力對創意自我效能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此可知，個體任何的心

理變化，皆出自於想改變自身對自我效能之

預期的目的，據此將品味納為前因變項。

個人創意的起因不僅僅是個人認知、

動機、態度、情感等心理歷程的複雜結果，

個人創意自我效能在此調控歷程中亦扮演著

重要的中介角色(Bandura, 1982, 1989)。在實

徵研究上，Tierney與Farmer (2002, 2004)發

現創意自我效能顯著預測創意表現；Wang, 
Zhang與Martocchio (2011)發現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與創造力之間有曲線關係，模糊

角色有利於工作創造力，且創意自我效能具

有完全中介效果；Li與Wu (2011)發現大學

生創意自我效能會部分中介樂觀與創新行為

關係；許育齡、梁朝雲與許盛貴(2014)研究

指出，大學生心理與環境可整合為一，透過

自我效能為中介能預測科學想像力的學習模

式；洪贊凱、王智弘與蔡瑩璇(2008)發現，創

意自我效能在創意時間壓力及情緒矛盾與創

意績效間的關係有完全中介效果；洪素蘋等

(2010)指出個體若感知重要他人的正面回饋，

其創意自我效能對個人的創意生活經驗會有

較強的預測力；林碧芳等(2010)發現，創造人

格特質會透過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影響創意

教學行為。Liang與Chang (2014)針對臺灣402
位主修科學的大學生進行想像力(創造力的一

種)的研究，結果發現：創意自我效能直接影

響其想像力；內在動機藉由創意自我效能間

接影響學生的想像力。Jaussi與Randel (2014)
探討影響組織的漸進式創造力(incremental 
creativity)和激進式創造力(radical creativity)等
兩種創意之前因和過程，結果顯示創意自我

效能僅與激進式創造力呈現正相關。據此，

本研究推測，大學生品味能力，會透過創意

自我效能，進而影響個人創意。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1：

假設1： 品味能力會透過創意自我效能間接影

響個人創意(X, M → Y, c’)。

假設1-1： 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有正向的影響

(X → Y, c)。

假設1-2： 品味能力對創意自我效能有正向的

影響(X → M, a)。

假設1-3： 創意自我效能對個人創意有正向的

影響(M → 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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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創意支持的調節式中介效
果

提升大學生創意表現不僅需要瞭解個人

因素，也要瞭解如學校創意支持等的創作環

境因素。依據Bandura (1986, 1997)的社會認

知理論，人類行為的產生係由個人、行為、

環境三者持續相互影響。因此，個人創意的

產生與成果，除個人因素外，亦需要工作環

境的支持(Amabile, Contin, Coon, Lazenby, & 
Herron, 1996; Chong & Ma, 2010; Gaggioli et 
al., 2015; Rice, 2006; Scott & Bruce, 1994)。首

先，就第一階段，品味能力至創意自我效能

的調節作用而言。Seligman等(2006)探討品味

增強等多種正向心理介入的構面，強調品味

不僅可以增強生活滿意度和快樂，尚可使負

向情緒減低。研究證實，品味會藉由一個人

的認知與做正向事件時的情緒而影響情感、

增加快樂(happiness) (陳嘉慧，2013；Hurley 
& Kwon, 2012; Jose, Lim, & Bryant, 2012)；邱

辳溱(2009)發現高品味行動表現對工作中的

創造力表現原本不具影響，但在主管賞識的

情況下，會展現其影響力。正如Fredrickson 
(2001)正向情緒擴展與建設理論主張的，喜

悅(joy)和愛(love)等正向情緒，會引發人們

在認知與行為上的所有才能，並擴大個體注

意(attention)與認知(cognition)的範圍。擴大

這些心理活動，等於增加了創意的元素，因

而提升創造力(Amabile et al., 2005)。此一論

點，適可以說明為何具創意支持的創作環境

會與品味能力作用，而對創意自我效能產生

調節意涵。Chong與Ma (2010)探討創造力和

職業自我效能的關係，發現個人因素及工作

環境會影響創意自我效能；梁瑞芸與魏志雄

(2013)的研究顯示，組織氣候與自我效能有正

向關係。Malik等(2015)針對181對(上司下屬)
進行調查以探討創意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

efficacy)，獎酬重要性與內外控人格(locus of 
ocntrol)之關係，研究發現：(一)只有在員工

具有高度創意自我效能且認為該外在獎酬是

重要時，創造力的外在獎酬才可正向預測創

造績效(creative performance)。(二)只有具備

內控人格(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員工，外

在獎酬才能正向影響員工內在動機，且增強

其創造績效。據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 學校創意支持會對調節品味能力與

創意自我效能的關係有正向的影響

(XW → M, a3)。

假設2-1： 品味能力對創意自我效能有正向的

影響(X → M, a1)。

假設2-2： 學校創意支持對創意自我校能有正

向的影響(W → M, a2)。

再者，就第二階段，創意自我效能至

個人創意的調節作用而言。創意解決方案執

行需要個人自信和能力。創意的產生，除源

自於創意的個體，也受制於個體之所處環境

與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進或抑

制的功能(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Tierney與Farmer (2002)研究

顯示，創意自我效能能正向預測創新行為。

Hunter, Bedell與Mumford (2007)研究證實，氣

候(climate)構面能預測創意行為，有創意者的

個人特質與創意表現有關，但個體的特質與

表現，也是個體對於組織氣候的反應。Hirst
等(2009)研究發現，團隊環境(team context)
可藉由鼓勵培養個人學習而提高個人創意；

蕭佳純(2011)發現學校創新氣候與教師內在

動機皆對創意教學表現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

響效果。反之，沒有支持性組織氣候會對個

體創造力產生負面的影響(Choi, Anderson, & 
Veillette, 2009)，因此，個體對自我效能認定

時，會主動對自身與環境的資源與限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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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如自身是否掌握足夠的知識、訊息、

相關經驗、和支持來源，再依據此判斷形成

一股自身因應能力(capacity)或高或低的認定

(王安智，2004；Gist & Mitchell, 1992)。實徵

研究發現：組織創新氣候會調節員工組織承

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對員工滿意度的

影響(溫福星、邱皓政，2009)；組織支持會對

組織正義與創新行為之間產生調節效果(許順

旺、邱瑜婷，2011)；團隊學習行為對學習趨

向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關係具有正向調節效果

(陳玉樹、郭銘茜，2013)。因此，個體會以其

特殊的方式來感知環境支持程度和情境的變

化、詮釋自身經驗、並反映其行為。據此，

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 學校創意支持會對調節創意自我效

能與個人創意的關係有正向的影響

(MW → Y, b3)。

假設3-1： 創意自我效能對個人創意有正向的

影響(M → Y, b1)。

假設3-2： 學校創意支持對個人創意有正向的

影響(W → Y, b2)。

依據Amabile (1996)的創造力成分理

論(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環境

(context)因素是影響個人創意表現的重要因

素。學者們亦強調個體與環境互動對創造

力的重要性(Amabile; George & Zhou, 2007; 
Gong et al., 2009; Hirst et al., 2009; Shalley et 
al., 2004; Wang & Cheng, 2010; Zhou & George, 
2001)。在工作環境中，組織氣候是能對社會

支持和抑制作用進行操弄的一種方式(Runco, 
2007)。Zhang, Fan與Zhang (2015)的研究發

現，權力動機(power motivation)透過領導－

成員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的中介作用而影響員工創意(employee 
creativity)的程度，在主管創意支持(supervisor 

support for creativity)高時比在其低時強。黃

品全與韓明娟(2014)研究發現，社會交換知覺

可調節挑戰型壓力源經由角色寬度自我效能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對顧客服務表現的間

接效果；蕭佳純(2011)發現，學校創新氣氛也

可透過專業自主、接受挑戰、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的中介作用而對創意教學表現產生

影響。因此，本研究架構同時考慮調節與中

介效果，在理論與實徵研究上更具意涵，希

冀更深入探討環境社會脈絡對個人創意之影

響，並應用調節式中介模式探究學校創意支

持在品味能力、創意自我效能及個人創意間

的調節式中介效果。綜合上述推論，提出假

設4：

假設4： 學校創意支持會對品味能力透過創意

自我效能對個人創意的中介作用有正

向調節的影響([a1 + a3W] [b1 + b3W] 
→ Y, c’)。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統計分析使用AMOS 22.0和SPSS 
22.0軟體進行。首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定研究

架構中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之收斂效

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模式適配度(goodness 
of fit)的內容。Baron與Kenny (1986)和James
與Brett (1984)在闡明澄清中介與調節的檢

測原理與程序外，亦提出中介變項(mediator 
variable)與調節變項(moderator variable)的
組合效果，即調節式中介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所謂調節式中介效果，係指中

介效果中任何路徑(直接效果、間接效果或同

時)都受到另一個調節變項所影響(Edwards & 
Lambert, 2007; Muller et al., 2005; Pr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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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ker, & Hayes, 2007)。

本研究採用Preacher等(2007)所提出的

調節式中介模式中的模式五(path diagram 
model 5)作為研究架構的理論研究模式(如圖

1所示)，以品味能力為自變項(X)、創意自我

效能為中介變項(M)、學校創意支持為調節

變項(W)，個人創意為依變項(Y)。此調節式

中介模式的驗證路徑分析如圖2所示。為了

能一次執行完所有研究架構上的模式路徑，

與避免型I錯誤率(type I error)和統計檢定力

(statistical power)的問題，使用Hayes (2013)
提供可供SPSS語法使用之更具彈性與多樣性

的PROCESS巨集版本Model 4及Model 58分別

進行中介效果與調節式中介效果之實證資料

分析。首先，探究創意自我效能在品味能力

對個人創意上的間接效果，由中介效果模式

估計部分，可以獲得迴歸係數(a, b, c, c’)；進

一步探究學校創意支持在此中介機制的調節

意涵，由調節式中介效果估計部分，可以獲

得迴歸係數(a1, a2, a3, b1, b2, b3, c’)，透過這

些數據對研究假設加以驗證。接著，進一步

以Sobel檢定與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檢驗

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 CI)，並判

斷它是否有包含0；若有，間接效果被視為不

顯著；若否，則表示間接效果顯著。學生的

創意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以及學校創意支

持的調節式中介效果(亦稱為條件式間接效果)
皆以此程序分別檢驗。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2015年公布臺灣大專

院校設計類群103學年度大四學生作為抽樣母

體，選擇此研究對象是基於他們皆已修讀專

題設計課程、畢業專題製作及有參加相關校圖1：研究架構圖

圖2：調節式中介效果驗證模式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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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創意設計競賽的經驗等。取樣方式採

分層立意抽樣(stratified purposive sampling)，
分北、中、南部三個區域進行。在徵得樣本

學校同意協助進行本研究後，以郵寄方式將

問卷寄出，總共寄出850份問卷，共得有效問

卷樣本720份。就研究樣本結構而言，女生占

67%，男生占33%；公立大學占13%，私立大

學占87%；北部占28%、中部占28%、南部占

44%；就讀校系比例：工商業設計占13%、

產品設計占14%、室內設計占18%、視傳設

計占18%、數位媒體設計占27%、時尚設計

占9%。如上述資料所示，本研究抽樣調查的

對象大部分是女性，且以南區私立大學生居

多，其中又以數媒系生占多數。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皆採用已於國外學術性期刊發表

過之學者所研發的量表，作為實證資料研究

工具，並延請專家對翻譯後的量表給予建議

並進行修正，因此具有良好專家效度。題項

的內部模式品質與適配度亦以驗證性因素分

析加以衡量。

（一） 品味能力量表
品味能力，係指個體在預期到即將發生

的正向事件、品味正向感受的當下、以及在

憶及自己過去的正向經驗時，個人沉浸愉悅

感的能力。本研究採用Bryant (2003)所發展之

「品味能力量表」 (Savoring Belief Inventory, 
SBI)正向題12題作為品味能力的衡量工具，

採用Likert七點尺度測量，從「非常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加以填答，例題如：「期待

美好事情發生，會為我帶來快樂」、「我知

道如何製造一個美好時光」、「我喜歡回憶

過去的美好時光」。在信、效度(reliability, 
validity)檢驗方面，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顯示，各題項t值皆達 .001顯著水準，因素

負荷量(factor loading)介於 .715 ~ .908之間，

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為 .829，
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為 .620。其中，組成信度值大於 .700，
平均變異萃取量值大於 .500之標準值(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09)，顯示本量表

具收斂效度。其次，在絕對適配度(absolute 
fit measures)方面，RMSEA值為 .057，屬於

良好的適配，GFI值為 .967，亦達到理想標

準；在增值適配度(incremental fit measures)方
面，適配度指數NFI、CFI、RFI、IFI依序為 
.98、.98、.97、.98，皆大於 .90的標準，顯示

本量表模式適配數值符合可接受的模式。

（二） 創意自我效能量表
創意自我效能，係指個體相信自己擁

有創造性的能力，在從事創意活動時，有信

心面對創意性挑戰，努力不懈以完成目標

的一種內在動力機制。本研究採用Tierney
與Farmer (2002)所提出「創意自我效能量

表」(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量表共有4
題，採用Likert七點尺度測量，從「非常不

同意」至「非常同意」加以填答，例題如：

「我覺得我擅長想出一些新奇的想法」、

「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創意地解決問題」。

在信、效度檢驗方面，經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各題項t值皆達 .001顯著水準，

因素負荷量介於 .797 ~ .916之間，組成信度

為 .914，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726。其中，

組成信度值大於 .700，平均變異萃取量值大

於 .500之標準值(Hair et al., 2009)，顯示本量

表具收斂效度。其次，在絕對適配度方面，

RMSEA值為 .001，屬於良好的適配，GFI
值為1，亦達到理想標準；在增值適配度方

面，適配度指數NFI、CFI、RFI、IFI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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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皆大於 .90的標準，顯示

本量表模式適配數值符合可接受的模式。

（三） 個人創意量表
個人創意，係指個體在從事創意活動

時，如專案(題)創作，能夠產生新穎且合適的

想法、產品、過程和解決方法。本研究採用

Tierney, Farmer與Graen (1999)所提出的「個

人創意量表」(individual creativity scale)，
量表共有9題，採用Likert六點尺度測量，從

「從不如此」至「總是如此」加以填答，例

題如：創作時，「我會嘗試新的想法和方法

來面對問題」、「我會想出與任務有關新穎

可行的想法」、「我能在現有的方法或設備

找出新的用途」。在信、效度檢驗方面，經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t值皆達 
.001顯著水準，因素負荷量介於 .717 ~ .825
之間，組成信度為  .931，平均變異萃取量

為 .600。其中，組成信度值大於 .700，平均

變異萃取量值大於 .500之標準值(Hair et al., 
2009)，顯示本量表具收斂效度。其次，在絕

對適配度方面，RMSEA值為 .059，屬於良好

的適配，GFI值為 .978，亦達到理想標準；

在增值適配度方面，適配度指數NFI、CFI、
RFI、IFI依序為 .98、.99、.97、.99，皆大於 
.90的標準，顯示本量表模式適配數值符合可

接受的模式。

（四） 學校創意支持量表
學校創意支持，係指個人主觀感知學校

在創意方面的鼓勵與認同的支持程度，進而

影響個人創意。本研究配合研究目的，選擇

採用Amabile等(1996)提出的「評估創意氣候

量表」(Assessing the Climate for Creativity)中
的「組織支持」(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
部分作為學校創意支持(school support of 
creativity)的衡量工具，共有8題，採用Likert

四點尺度測量，從「從不如此」至「總是如

此」加以填答，例題如：「我們學校具有自

由開放的環境氣氛」、「我們學校對創意作

品會給予獎勵」、「我們學校有良好的機制

以鼓勵發展創意想法」。在信、效度檢驗方

面，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t值
皆達 .001顯著水準，因素負荷量介於 .623 ~ 
.766之間，組成信度為 .887，平均變異萃取

量為 .496。其中，組成信度大於 .700之標準

值(Hair et al., 2009)，雖然學校創意支持變異

萃取量為 .496，未達 .500以上的標準值，然

Fornell與Lacker (1981)指出變異萃取量較組

成信度保守，因此即使變異萃取量未達標準

值，仍可推斷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且具收斂效度。其次，

在絕對適配度方面，RMSEA值為 .060，屬於

良好的適配，GFI值為 .898，亦達到理想標

準；在增值適配度方面，適配度指數NFI、
CFI、RFI、IFI依序為 .93、.94、.92、.94，皆

大於 .90的標準，顯示本量表模式適配數值符

合可接受的模式。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中介效果的假設檢定

本研究檢驗假設3創意自我效能的中介機

制，依據Baron與Kenny (1986)對中介效果檢

驗的建議條件依序檢定：(一)品味能力要能顯

著預測個人創意(X → Y, c)；(二)品味能力要能

顯著預測創意自我效能(X → M, a)；(三)創意

自我效能要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M → Y, b)；
(四)納入創意自我效能之後，品味能力對個人

創意之關係不顯著(完全中介)或下降(部分中

介) (X, M → Y, c’)。本研究依循Hayes (2013)
的PROCESS巨集版本(model 4)分析實證資料

對研究假設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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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各路徑係數(coefficients)如表1
所示。模式一顯示，品味能力能顯著正向預

測個人創意(c = .351, p < .001; R2 = .145, p < 
.001)，因此假設1-1獲得支持。接著，由模式

二顯示，品味能力能顯著正向預測創意自我

效能(a = .535, p < .001; R2 = .190, p < .001)，因

此假設1-2獲得支持。其次，由模式三顯示，

創意自我效能能顯著正向預測個人創意(b = 
.553, p < .001; R2 = .584, p < .001)，因此假設

1-3獲得支持。而在納入創意自我效能後，品

味能力對個人創意之迴歸係數下降，但仍達

顯著水準(c’ = .055, p < .050)，因此假設1獲
得支持，此為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中

介效果的量化，以Judd與Kenny (1981)的係

數相差法(difference-in-coefficients method)進
行計算，Bindirect值為 .296 (a × b = c - c’)。
進一步使用Sobel檢定，針對假設1的間接效

果作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Z值為11.739 (p < 
.001)，且其間接效果之95% Bootstrapping信

賴區間為(.721, .987)未包含0，表示間接效果

顯著，其中介效果強度為84.29%。綜合上述

結果，假設1獲得支持，中介效果模式估計如

圖3所示。

二、調節式中介效果的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調節式中介效果路徑分析檢

定研究假設4，意即創意自我效能在品味能力

對個人創意之影響的中介效果，會受到學校

創意支持的正向調節作用。依循Hayes (2013)
的PROCESS巨集版本(model 58)分析實證資

料對研究假設的支持，其調節式中介模式之

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之
估計與檢定為：(一)品味能力要能顯著預測

創意自我效能(X → M, a1)，學校創意支持要

能顯著預測創意自我效能(W → M, a2)，品味

能力與學校創意支持的交互作用要能顯著預

測創意自我效能(XW → M, a3)；(二)創意自

我效能要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M → Y, b1)，

表1：創意自我效能(M)之中介效果分析(N = 720)

研究變項

個人創意(Y) 創意自我效能(M)
模式一 模式三 模式二

係數 t值 p 係數 t值 p 係數 t值 p
常數項 2.225 12.734 < .001 1.113 8.657 < .001 2.013 8.886 < .001
品味能力(X) 0.351 11.044 < .001 0.055 2.242 < .050 0.535 12.992 < .001
創意自我效能(M) 0.553 27.471 < .001

R2 = .145 R2 = .584 R2 = .190

F = 121.971 < .001 F = 502.341 < .001 F = 168.800 < .001
中介效果的量化 c = 0.351 a = 0.535

c’ = 0.055 b = 0.553
c - c’ = 0.296 a × b = 0.296

中介效果的檢定

Sobel檢定(Z) 11.739 < .001
Bootstrapping信賴區間(CI) (.721, .987)
中介效果的強度

SM (%) 84.29%

註：表格內為原始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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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意支持要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W → Y, 
b2)，創意自我效能與學校創意支持的交互作

用要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MW → Y, b3)；(三)
品味能力與學校創意支持的交互作用，以及

創意自我效能與學校創意支持的交互作用要

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a1 + a3W] [b1 + b3W] 
→ Y, c’)。

調節式中介效果各路徑係數(coefficients)
如表2所示。研究結果顯示，在第一階段

的中介效果調節模式(first stage moderation 
model)，品味能力能顯著預測創意自我效能

(a1 = .495, t = 11.825, p < .001)，因此假設2-1
獲得支持；學校創意支持能顯著預測創意自

我效能(a2 = .279, t = 4.133, p < .001)，因此假

設2-2獲支持；然而，品味能力與學校創意

支持的交互作用卻未能顯著預測創意自我效

能(a3 = .048, t = .713, p > .050)，所以假設2-1
未獲得支持。此外，在第二階段的中介效果

調節模式(second stage moderation model)，創

意自我效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b1 = .531, t = 
26.428, p < .001)，因此假設3-1獲得支持；學

校創意支持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b2 = .164, t 
= 4.522, p < .001)，因此假設3-2獲得支持；

創意自我效能與學校創意支持的交互作用亦

能顯著預測個人創意(b3 = .087, t = 3.132, p < 
.050)，因此假設3亦獲支持。另外，在學校創

意支持調節時，品味能力正向影響個人創意

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c’ = .041, t = 1.662, 

圖3：創意自我效能中介效果模式

表2：學校創意支持調節式中介模式各路徑係數之估計(N =720)

研究變項

結果變項

創意自我效能(M) 個人創意(Y)
係數 t值 p 係數 t值 p

常數項 iM -0.006 -0.158 .875 iY 4.111 192.008 < .001
品味能力(X) a1 0.495 11.825 < .001 c’ 0.041 1.662 .097
創意自我效能(M) - - - b1 0.531 26.428 < .001
學校創意支持(W) a2 0.279 4.133 < .001 b2 0.164 4.522 < .001
X × W a3 0.048 0.713 .475 - - -
M × W - - - b3 0.087 3.132 < .050

R2 = .211 R2 = .601 

F (3,716) = 63.804 < .001 F (4,715) = 269.692 < .001

註：表格內為原始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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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0)，這表示在學校創意支持調節時，品

味能力會完全透過創意自我效能對個人創意

產生正向影響，因此假設4亦獲得支持。調節

式中介效果模式估計如圖4所示。

接著，檢視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的條

件式間接效果是否會因學校創意支持的高低

而有所不同，亦即調節變項在高低一個標

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時，自變項經中介

變項對依變項有條件式間接效果。進而以

Bootstrapping所得的信賴區間，作為調節式

中介模式之條件式間接效果的估計與檢定，

亦即對此二間接效果進行差異性檢定：如果

間接效果之95%信賴區間包含0，即表示其

間接效果不顯著；而若其間接效果之95%信

賴區間未包含0，則表示其間接效果顯著。

如表3所示，當學校創意支持低時(M – 1SD; 
95% CI [.158, .293])及學校創意支持高時(M + 
1SD; 95% CI [.225, .384])，其間接效果之95%
信賴區間皆未包含0，這表示品味能力無論是

在學校創意支持是高或低的條件下，對個人

創意皆具有顯著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同時亦

顯示，個人創意自我效能會顯著提升個人創

意，且在學校創意支持高時，會使個人創意

更加提高。

圖4：學校創意支持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式(虛線表示不顯著)

表3：學校創意支持調節式中介模式之條件式間接效果之估計與檢定

標準差
(a1 + a3W) (b1 + b3W) Bootstrapping 95%信賴區間

學校創意支持(W) 條件式間接效果 標準誤(SE) 上限(LLCI) 上限(ULCI)
低(M - 1SD) -.601 .223 .034 .158 .293
中(Mean) .000 .263 .268 .212 .317
高(M + 1SD) .601 .305 .404 .225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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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一) 創意自我效能在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
之影響間具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採社會認

知理論，探討創意自我效能在品味能力對個

人創意影響之中介效果。品味能力屬於個體

調節正向情感的一個指標(Nelson & Simmons, 
2003; Simmons, 2002)。Bryant (1989)首次提

出品味概念指出，人們知覺到事件時有四種

不同型態的知覺控制(perceived control)：逃

避(avoid)、順應(coping)、獲得(obtain)和品味

(savoring)。其中，品味和獲得是與內在自我

感知有關的正向知覺能力。研究發現，品味

與一般愉悅有顯著相關，而與獲得無顯著相

關；說明了個人對正向事件(獲得)的本身，並

不一定能讓人產生愉悅感，但透過沉浸或享

受(品味)正向事件卻可以延長愉悅的時間，強

化情緒的正面效益(Bryant & Veroff, 2007)。研

究結果顯示，品味能力會透過創意自我效能

正向影響個人創意，創意自我效能具部分中

介效果。此結果與之前研究(林玉涓，2013；
林碧芳等，2010；洪素蘋等，2010；洪贊凱

等，2008；許育齡等，2014；Li & Wu, 2011; 
Liang & Chang, 2014; Wang et al., 2011)的結果

相似。

就個人而言，此研究所發現的，正可

以說明Ford (1996)的創意行動理論，指出動

機決定了個人從事創意表現或依循習慣的行

動；其中，能力信念(capability beliefs)與情

感乃是重要的動機因素。正如，品味是個

人正向情緒的調節策略之一，它與狀態和

特質的正向情緒有高度相關(Livingstone & 
Srivastava, 2012)；且增強品味能力對只擁有

少數正向經驗之個人效用(utility)有提升的

作用(Hurley & Kwon, 2013)。Runco (2007)
指出：能夠激發出創造力的挑戰有不同的稱

呼，包括逆境、問題、落差、張力、失調和

挑戰。「不滿足」(discontents)的一些變形

可能會鼓舞和激發人們創造的努力。雖然問

題會存在是因為個人詮釋後的結果(Runco, 
2007)，但是透過學習品味生活與工作，培

養自身以正面態度詮釋問題以面對挑戰，除

了能促進個人健康與幸福(well-being)，也可

達到沉浸/心流(flow)的狀態，進一步激發創

造適應(Gaggioli et al., 2015; Hargrove et al., 
2013)。就組織而言，本結果正可呼應社會

認知理論中的自我調控系統，動機會經由

自我效能的中介機制來影響行為(Bandura, 
1989, 1991)，亦即品味能力會透過創意自我

效能，進而影響個人創意表現。因此，如何

協助員工品味進而學習品味生活與工作，已

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課題(Gaggioli et al.; 
Hargrove et al.)。

(二) 學校創意支持在品味能力透過創意自
我效能對個人創意之影響上具調節式
中介效果

透過調節式中介效果路徑分析，得知

創意自我效能在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影響

之中介效果會受到學校創意支持的正向調

節作用，顯示個人創意自我效能會顯著提

升個人創意，且在學校創意支持高時，會

使個人創意更加提高，此結果亦呼應之前

的研究(黃品全、韓明娟，2014；溫福星、

邱皓政，2009；蕭佳純，2011；Malik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5)。Amabile和她的同

事在評估創意氣候量表中指出，組織支持

(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應包括：一個

能夠支持創造力的組織文化，例如：營造開

放自由的環境氣氛、鼓勵學生提出新想法及

願意嘗試冒險等創意氛圍的環境；以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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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的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良好的機

制以鼓勵發展創新的想法、公平公正的評定

制度及獎勵辦法等(Amabile et al., 1996)。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創意支持在第一階段的中

介效果調節模式並不具有調節效果。未獲支

持的原因可能在於，人們較不易表露自己失

敗或不如意的地方讓他人知道，所以當大學

生遇到壓力和不適應時，可能也會好強不願

對其社會網絡中重要他人訴說，以至於學生

即使在有學校創意支持的環境下，其品味能

力也不易能反映在創意自我效能，甚至個人

創意表現上。此外，Malik等(2015)研究發

現：1.只有在員工具有高度創意自我效能且

認為該外在獎酬是重要時，創造力的外在獎

酬才可正向預測創造績效；2.只有具備內控

人格的員工，外在獎酬才能正向影響員工內

在動機，且增強其創造績效。Liang與Chang 
(2014)研究結果發現：1.創意自我效能、和

善性(agreeableness )與外向性(extraversion)人
格特質直接影響其想像力；2.內在動機與和

善性人格藉由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學生的想像

力；3.和善性與外向性人格特質調節內在動

機對創意自我效能的影響，且這些調節效果

持續經由創意自我效能影響學生的想像力。

綜合前述討論可知，人格特質、獎酬的重要

性與社會期許效應可能都會有所影響，亦有

賴後續研究更進一步的探討。

再者，本研究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

Fredrickson (2001)指出正向情緒在正向心理

學的角色，並提出正向情緒的擴展與建設

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理論指出，

個體面對挑戰時，正向情緒有助於當事者

做出有彈性、創意與反彈復甦的反應。由

Fredrickson理論所提出的正向情緒，在本質

上是屬於心理層次的，而且取決於當事者對

於所經歷事件的詮釋與評估。Li與Wu (2011)

研究指出，認知再評(cognitive reappraisa l)
與促進(promotion)對樂觀具正向影響，且創

意自我效能部分中介樂觀與創新行為間的

關係。而樂觀是一種正向情感，Amabile等
(2005)提出，情感是與創意思維相關的一種心

理歷程，因它有別於內在動機，所以該被視

為創造力相關過程組成部分的另一個要素，

並建議將情感狀態(state)和情感特質(trait)兩
者都加入。余民寧與陳柏霖(2014)研究指出，

幸福感教學對促進大學生正向心理的影響，

該課程有助提升整體學生生活評價及正向未

來期待。因此，學校創意支持在品味能力與

創意自我效能間不具調節效果，可能原因是

科大生需要更多的正向心理素材(資糧)才能建

構認知結構，同時，亦要有更多的練習得以

再建構認知結構機會，換言之，使得重組的

認知結構有成長的機會。所以，大學生需要

有較多機會學習正向心理，並培養正向情感

狀態和特質。

二、學術及教育實務貢獻

本研究提出以下學術貢獻。首先，品

味能力思維植基於正向心理學論述(Bryant & 
Veroff, 2007; Seligman, 2002)，自我效能係預

測行為表現的重要因子，亦受既有研究的關

注，本研究嘗試將其兩者連結，闡釋品味能

力經創意自我效能而至個人創意的創作歷程

機制。本研究發現品味能力對創意自我效能

具正向影響效果，此一發現當能對品味能力

與創意自我效能實證文獻的累積提供具體的

貢獻。第二，更重要的是，本文證實創意自

我效能在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影響之中介意

涵，相信此一嘗試，更可彰顯品味能力對創

造力理論的意涵，對培育創意人才亦有所貢

獻。第三，以上論述之學校創意支持所形成

的兩個階段調節式中介效果，亦將品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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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作更進一步的探究(林玉涓，2013；
陳嘉慧，2013；邱辳溱，2009；Hurley & 
Kwon, 2012; Jose et al., 2012)。

本研究結果亦提供個人學習與相關單位

培育創意人才教育意涵。第一，研究發現，

品味能力對創意自我效能有正向的影響，並

藉由創意自我效能進一步影響個人創意表

現。Seligman (2011)幸福理論主張學校要教

授幸福的概念與方法，因為它們除了能增加

生活滿意度，還可以幫助學習，增加有創意

的思維。因此，學校開設正向心理學課程，

讓學生在求學階段可強化其正向心理的體驗

與追尋，除了能增強學生的品味能力外，這

對學生未來人生的開展亦將很有幫助。第

二，研究發現，創意自我效能是品味能力與

個人創意之間重要的中介機制。故此，對學

生方面，學校可以設計多元的鼓勵方式，並

增加教學環境的彈性，鼓勵學生創意思考，

允許自由提出建議或質疑，以及獎勵學生積

極參與校內、外、甚至國際性的相關創意競

賽活動外，亦應抱持著正面看待比賽結果之

涵養，以持續提升學生對自己的自信能力。

第三，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創意支持有助於學

生創意表現，因此，在學校創意氣候營造方

面，應建立鼓勵性創意機制與獎勵辦法，例

如:組織須有創意推陳出新，以新科技、新方

法、與新流程讓教學設計與行政流程更有創

意氣候氛圍，並促使提升成為一種常態，進

而鼓舞學生創意成就表現。

三、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建議

儘管，本研究有上述的學術及教育意涵

價值，在研究過程亦力求嚴謹，但仍有以下

限制，於此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首

先，本研究僅限於以科技大學設計類科有參

加校內、外相關創意競賽經驗的大四學生為

研究對象，研究結論是否能推及到其他類科

或年級，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討論。第二，

建議後續研究在研究變項方面，可採納負向

的阻礙創意因子為調節變項或中介變項，進

一步探討品味能力對個人創意之影響變化，

亦可從自我效能概念衍伸至集體效能的概

念，考慮將個體層次推論提升至團體層次，

探討團隊創意自我效能及團隊創意表現之關

係。第三，本研究僅採用學生問卷調查作為

蒐集實徵資料之依據，採用調節式中介效果

分析方法論亦僅探討個人層次的差異驗證

(Hayes, 2013; Preacher et al., 2007)。建議未來

可嘗試運用多層次線性模式(Multilevel Linear 
Model, MLM)分析技術，通常在MLM分析

之前，必須先檢視變數之整合(aggregation)
至群體層次變數的適當性，亦即檢驗群間變

異性的存在(即ICC1 > .12、ICC2 > .70)，以

及群內一致性的存在(rwg > .70)等(林鉦棽、

彭台光，2006)，例如將學校創意支持合計

(aggregate)為共享的學校、教師或團隊等層次

變項，直接納入研究模式中，探討是否存在

跨層次交互作用效果，以獲得更完善的研究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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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in linking savoring with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choo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in influenc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A survey was used to gather responses from a 
sample of 720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 
path-analysis-based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hypotheses. Findings include: 1. 
savoring, creative self-efficacy, schoo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positively affected individual creativity; 
2. savoring, schoo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positively affected creative self-efficacy; 3. perceived 
schoo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4. the partial-mediating role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had an effect of enabling savoring to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5. perceived schoo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had effects of positively moderated 
medi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savoring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via creative self-efficacy.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Savor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Creative Self-Efficacy, Moderated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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